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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发挥女性就业对出生率起到的正面作用 
○ 现金提供的急剧增加不会直接造成出生率的反弹 
○ 高出生率国家在 90 年代以后转为提供实物 

    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女性终生生育孩子的平均人数）在 2015 年为 1.45，看来似乎有恢复的趋势。但是，在发达国家中，有好几个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出生率都超过了 1.8。日本的经济社会目前面临少子老龄化压力，所有发达国家并不全都相同。     作为少子化对策的育儿支援可分为儿童津贴等现金提供和保育服务等实物提供。从国际上来看，日本的育儿支援规模明显小得多。基于出生率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经验，笔者认为，必须在实物提供上加大力量，大幅度扩充育儿支援。  *** *** ***     安倍政府提出的“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意欲实现1.8的出生率目标。在此，不妨简单地来比较一下美英法等国家，在2014年的出生率高于1.8的发达国家（高出生率国家）与日本之间，出生率和育儿支援有着什么样的不同。     从图中首先我们可以确认到的是不仅日本，高出生率国家的出生率减少也已经出现停止。当然，根据不同国家也有不同，但从平均来看，出生率从 1990 年代后半起便已经触底。2008 年的国際金融危机后，也是因为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最近虽然出现了到顶的倾向，即便如此，少子化的减少已经得到了控制。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高出生率国家在1980年代以后出生率的减少幅度本身就比日本来得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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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虽然在日本也出现了出生率的反弹，但是，触底的时期晚于高出生率国家，而且也处于更低的水准。这一差距来自哪里呢？围绕女性工作方式的环境并没有过大的差异。2013 年 15～64 岁女性的就业率，与高出生率国家67％的平均值相比，日本为62％前后，处于稍低的水平，但仅靠这个，还不能说明出生率的差距。薪酬的男女之间差异也并非是只存在于日本的问题。    女性的就业对出生率起到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的影响。从能够增加收入的角度来看，是正面因素，但如果生育和育儿剥夺女性获得从业、获取收入的机会，那就会成为负面因素。日本的出生率之低，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可以用负面因素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大来得到解释。  *** *** ***     生育、育儿的机会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育儿支援方式的左右。经济协力开发机构（OECD）了解到，各国政府开展的各种公共服务都可概括为“社会支出”这一概念，而其中的育儿支援属于“家庭关系社会支出”的领域。该支出分为现金提供和实物提供两种。图中同时显示了两种育儿支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比例的变化和出生率的动向。     从这里可以确认到的是日本育儿支援水准之低。最近数年虽然呈现增加的倾向，但 GDP比例即便是在2013年也仅为1.3％。在高出生率国家，1980年时就已经达到1.6％，超过了日本的现状，到了2013年，已经达到2.9％。在此期间，即使是在高出生率的国家，女性就业也和日本以同样的水平不断推移。那么，

日本和高出生率国家的生育率和育儿支援日本和高出生率国家的生育率和育儿支援日本和高出生率国家的生育率和育儿支援日本和高出生率国家的生育率和育儿支援    

 注解注解注解注解：高生育率国家在 2014 年总和生育率为 1.8 以上的发达国家（法国、爱尔兰、冰岛、新西兰、瑞典、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单纯平均。育儿支援的现金提供和实物提供（GDP比）来自OECD公布的“家庭关系社会支出“。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资料来源：根据OECD公布的数据，笔者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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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自然的解释应该是：高出生率国家的出生率并未像日本那样减少的原因在于，由育儿支援所带来的促进出生效果超过了生育、育儿的出生抑制效果。   其次，育儿支援的内容及其变化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日本，2010年以后，家庭相关的社会支出急剧增加，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现金提供的增加得到说明。这是因为在 2010 年度，国家设立了“儿童津贴”，在此以后，也以儿童补助的形式，对育儿支援提供的金钱支援有所扩大的原因。但是，出生率触底是在2005年，这就无法把它归结为是因为儿童津贴等现金支付而造成。   高出生率国家也从相当早的时期开始，就以大大超过日本的水准实施现金提供。但是，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从1990年代前半以后起，育儿支援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从现金提供转为实物提供。从图示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出生率国家在过去的约 30年期间提供的育儿支援的规模扩大部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实物提供有所增加。     对政策效果的严密验证，我们不得不在其他时候另外进行，但是，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转为育儿支援的实物提供，对高出生率国家在90年代后半出生率的降低出现“刹车”作出说明。在日本，最近实物提供逐步得到充实，可以认为出生率的反弹是受此影响。     进入 00年代后，逐渐可以看到女性就业率越高的国家，其出生率也越高的倾向。出于这一事实，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听到过“女性就业如果提高，出生率也将提高”的讨论。但是，出于同一时间观察到的相关关系而主张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并不科学。实际上，即使只是观察日本的经验，也能发现至少在截至 2005年出生率探底之前，女性的就业率上升和出生率的降低是同时呈平行状态发展而来。   而另一方面，一开始就否认女性就业与出生率之间的关联性，这种看法也是不科学的。女性的就业率上升，那么社会上对政府要求育儿支援的呼声便会更高。在此压力下，政府扩充育儿支援，使出生率有所恢复——我们也完全可以考虑这样一个过程。问题是这一过程是否能够实现。   具体观察各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可以发现现金提供和女性的就业率虽然存在着正面的相关关系，但是其关系并不那么密切。让人饶有兴味的是实物提供这一方面。当女性的就业率尚处在较低的阶段时，实物提供仅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但是，当就业率上升到高于某个水准时，就会出现开始进入增加局面的倾向。也就是说，当女性的就业率高到一定程度，实物提供得到扩充，生育和育儿的机会费用降低，女性就业的收入面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就会变得更为明显，并开始为少子化倾向踩下“刹车”。   从图中可以看到，高出生率国家把重点转移到了实物提供上，随后，其出生率便出现了反弹。我们可以推测，其背景便是这一过程产生的效应。  *** *** ***    不论国内外，在打算生育和育儿的未来父母眼里，以后将出生的孩子究竟由谁来负责照看，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对双方都在工作的父母而言，即使是领取到一点儿童津贴，也无法解决问题吧。应该也有相当多的人，只有能更加方便地使用保育服务，才能作出生育和育儿的决定。要兼顾工作和生育、育儿这两个方面，与金钱相比，保育服务的提供将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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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要求“无法入园儿童为零”的呼声越来越高，育儿支援成为政府施政中应当最优先处理的课题。这意味着在日本，随着女性就业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强烈要求扩充育儿支援的阶段。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发现情况与高出生率国家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高出生率国家回应了这样的呼声，推动了制度改革，因而也就成功地维持了较高的出生率。日本又会如何呢？如果要想实现出生率的恢复，高出生率国家的经验是我们宝贵的教训。我们有必要通过扩充保育服务等，大幅度提升以实物提供为中心的育儿支援，从而使刚刚出现恢复兆头的出生率上升能够继续保持，成为持久性的东西。    [译自《日本经济新闻朝刊》2017年2月7日28页，本文经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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